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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相当一部分学者搭建起了全球化凯旋门，高持学术性标语口号夹道欢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此相对甚

至相反的是，许多论者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出发得出危言耸听的结论，进而高高扎起了拒斥全球化潮流的意识形

态篱笆。这种紧张关系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尤为突出。面对这种“好得很”与“糟得很”纷然杂陈的现状，跳开情绪化、经验性

的描述，进入学理性、规范化的研究，已经成为全球化研究中有识之士的学术自觉与心理动因。郁建兴教授的新著《全球化：一个

批评性考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版。以下简称“《全球化》”）就是体现此一追求的创新性论著，在当下全球化研究中

卓然一格，颇值一读。 

应该承认，全球化研究作为一门显学而炽盛于学界的客观现状，一方面是由于全球化态势日益强盛的现实推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学术研究全球化不断扩展的学理驱使。《全球化》的作者也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但他并不是一个学术机会主义

者，更不是一个学术超市商品提供者或采购者。诚如作者自述：“1998年，我国领导人正式提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

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此后，从中国经验出发研究全球化的念头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正是这种对“中国

经验”的现实关怀驱动着作者对全球化的思考与探索。这本18万字的“小册子”试图求解“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全球性与地方

性之间、普遍性与多样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企求为此“提供某些知识性准备”。作者在开篇设定其学术目标是

“论辩全球化分析框架”，尝试在方法论上为当前全球化研究中的盲人摸象现象作出修正性的解读。 

全书有三个鲜明特征。第一，凸显了全球化研究中规范性研究走向。《全球化》一书首先对全球化概念作出了经验性与规范性两个

层面的区分，认为“主观意义、规范意义上的全球化理论可以有很多种，而客观意义、经验意义上的全球化只能是一个”，从而为

规范意义上的全球化研究确立了一个逻辑起点。然后，对学界存在的种种全球化理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条分缕析，不仅指出全球化

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存在，而且对全球化理论中的极端主义、怀疑主义和变革主义都作了辩证批判。事实上，自1993年德里克来华作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专题演讲、1998年俞可平主编的“全球化论丛”出版后，国内对全球化的讨论观点纷陈，既有全盘接受

全球化价值理念的激进观点，也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固执抵制全球化的声音。这些对应于国外全球化研究中新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的形形色色的论辩，尽管有着种种落差甚大的表征，却在价值取向上惊人一致，实质上是百余年来“体用”之说在当代的

延续与变异，是纠缠着当代中国“强国之梦”的一个不可绕过的意识形态问题，也是20多年来关乎国家开放立国方略的一个重大课

题。本着“全球化及其理论应得到理性的辩护，全球化需要变革，全球化理论需要批判”的目的，《全球化》一书对此作了理性考

察与辩证梳理。该书一方面回应了国内外种种自由主义全球化观点，特别是对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正负面效应作

出了剖析，既指出新自由主义带来经济发展，从而走出了国家主义困境的业绩，又确认了其“原教旨主义的资本主义”和“经济至

上主义”本质；另一方面对凯恩斯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路径的全球化理论作了全面考察，指出了国内外种种需要引起

警惕的反全球化症候。结合国际全球化研究中的“第三条道路”理论，该书接着考辩了在超越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抽象

对立立场上的“一种可欲的全球化替代方案”。 

第二，《全球化》一书突出了全球化研究中的现实关怀。在讨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性国家时，书中引入了费希特和马克思的时间二

重性概念。在德国先哲看来，时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必然的、普遍的概念中的时间，另一种是偶然的、个别的编年史时间。前者

的流逝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快，有的地方慢，后者的流逝是均衡的，一视同仁的。我国著名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者梁志学先生曾在

一篇演讲中把时间二重性概念与全球化问题联系起来，《全球化》一书则将时间二重性概念的解释力发扬光大。书中写道：“全球

化与中国的问题，首先是个时间问题。”“在讨论全球化与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在编年史的时间中，中国与欧美各国

当然处于同一时代；而从概念中的时间来说，中国的产业革命任务还尚未完成，因而与欧美各国还不处在同一时代。更进一步说，

就是在中国，由于幅员辽阔，社会发展水平差别甚大，有的地方在讨论修建磁悬浮列车，而另一些地方则在号召为失学儿童捐款，

因而不同地区的人也不是同时代人。”这样的讨论，对揭示中国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落差，甚至中国

国内区域间的差异，从而为解读中国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多元性，找到了一把极具解释力的钥匙。 

综观《全球化》作者多年以来的学术研究，现实关怀是其一以贯之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归宿，这在他以前的黑格尔政治哲学、马克思

政治哲学研究中已有鲜明体现。《全球化》承继了这一学术研究立场，将全球化分析框架与中国经验紧密结合。全书共6章，每章

都在最后一节讨论全球化方案的本土可欲性与可行性。在确立全球化分析框架后，作者吁求我们走出传统的“挑战与回应”模式，

代之以“回应与创新”模式，以全面融入全球化为契机推进制度创新及制度变迁。在第4章“全球化与文化”中，对包括政治文明

在内的中国先进文化策略的论述，不仅澄清了国内外盛行的哈贝马斯、罗伯森等学者的全球文化观，还探讨了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上

建设既保持本土特殊主义、又契合全球普遍主义的中国特色文化事业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第3章“全球化时代的公共管理”、第2

章“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中，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与发展的观照，特别是对当前以“改造政府职能”为目标的行政改革的解

读，有如一盘全球化背景音乐伴奏的精神快餐，读之不无一快朵颐之感。 

第三，《全球化》一书还拓展了全球化研究的领域，挖掘了全球化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义理论等维度上的内涵。此前国内全球化研



究较多停留在经济全球化层面，讨论经济全球自由化对中国经济的正负面影响。《全球化》作者引述熊彼特“汽车不是马车数量的

加倍”这一命题，强调全球化是一个全面的社会变迁过程。全球化以信息技术革命为重要动力，但同样是一个社会方式、生活方式

和思维方式的变迁过程。全书展示了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时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新变化。在讨论全球化时代的

国家角色时，作者既指出“主权终结”论、“民族国家终结”论是一种神话，又提出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一方面要调整与社会和

市场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加速治道变革，从而确立起一种存在于“治理结构”中的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论证全球化与文化关系

时，作者借用汤姆林森“非领土扩张化”这一概念，指出全球化并非单纯的技术性、经济性全球化，而是一种深刻的“经济－文化

－政治”立体图景中的意识形态输出过程。作为在概念时间中落后的后发国家，必须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借鉴”、“接

轨”代替“分裂”、“隔离”，既远离自由主义无视差异而导致的同质化悬崖，又规避文化多元主义的特殊主义追求进行自我封闭

的死谷，“着力寻找使全球性与地方性相结合的有效途经和方式”。此外，在对反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国家主权等方面的考察中，

作者将罗尔斯、诺齐克两种针锋相对的“正义论”、泰勒的“承认的政治”观等引入全球化政治伦理的讨论中，加强了建立公正、

合理全球秩序理性诉求的论述，增强了全球化新分析框架的立论基础。 

必须指出，《全球化》一书专设一章“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殿后，展开了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前景。国内对此有多种不同看法。作者

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出发，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入辨析，提出了“全球化既是资本主

义全球扩张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加速发展壮大的进程”、“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离社会主义是越来越近而不是越来越远”等结

论，剥离了“社会主义全球化”概念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油彩，从当代落后国家中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形态社会主义的观点

出发，展望了“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建立正和博弈关系、实现双赢局面的可能性”。该书极富针对性地指出，在

全球化时代扬弃资本主义、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社会主义必须取得一种新的形态。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充分吸收世界资本主义

业已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也取决于社会主义的理想性、超越性。社会主义既要敢于融入全球化，又要善于融入全球化，从而将社

会主义推进到扬弃资本主义、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新形态。 

总之，《全球化》一书体现了我国学者建立全球化分析框架的学术努力，堪称当前我国全球化研究的代表性论著。毋庸讳言，书中

还存在着缺陷和不足，比如对于全球化语境中国家角色变迁的阐述固然精当，但对于国家的未来走向，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国家与社

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论述尚嫌笼统，不够深入。对于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关系的论述也过于简单。另外，对

民族主义的评论几乎付之阙如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我们期望这些方面在此书再版时能够得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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